
位带来的美元相对稳定，不仅对战后全球经济

的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上世纪后四分

之一年份的经济全球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战后形成的这一套国际治理体系是人类

文明的进步，基本反映了当时发达与不发达国

家的现实需要。自二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地维

持了七十余年，稳定的国际环境促使资本流入

发展中国家，加速其工业化进程。 

但这一套国际治理体系也有缺陷和弊端，

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单向性，先发展起

来的国家，其经验和标准逐渐固化为后进国家

要遵循的基本规则，且不容挑战；二是单向性

导致的“非此即彼”的不包容性。早期，因“南

北差距”的存在，这套治理体系的弊端并不明显。

随着“南北差距”的缩小，这套治理体系的弊

端就逐渐明显，治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比如，国际货币体系设立的初衷是调节国

际收支顺逆差所带来的冲击，在以美元为中心

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一顺差被视为是美元收

受国自身的问题，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

等，IMF 的处理方式就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先进

行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政策调整，然后才能获

得国际救助贷款；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肇始

于美国，即美元提供国，全球因美元流动性不

全球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面临继续全球

化还是逆全球化的问题，逆全球化是对全球治

理结构的一个挑战。就当前的国际背景而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大的意义，是中国要借此

探寻更高的国际治理标准。 

新国际治理体系待立  

现在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

的，即多边化的治理结构，其核心是规则治理，

治理的支柱有三个。一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

治治理，它包含 193 个会员国，推行一国一票制，

推动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

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目前，国际政治问

题多由联合国出面处理，尽管它的表决约束力

有限，但在控制重大危机上发挥了作用。二是

从 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进阶到 WTO （世

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治理，以贸易投资自由化

为标志的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共识。三是布雷顿

森林体系，它的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会员

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美元成为锚货币，

尽管该体系运行不到 30 年就变形了，但该体系

初期的固定汇率制以及后期美国经济的特殊地

就当前的国际背景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大的意义，是中国要借此探寻更高的
国际治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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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更高国际治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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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联合国文件。 

但从指导原则到成体系的建设尚有很大距

离，在实际操作中涉及到具体的标准创新和形

成问题。在诸多的探索标准的尝试中，大湾区

是块上好的试验田： 

一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粤港澳经济交

流互动频繁，经济金融不断融合，在融合中呈

现出创新态势。大湾区在经济体量、城市集群

和产业分布方面与全球三大湾区虽然有着共同

特征，但又有其独特优势，人口多、行业全，

以制造业为基础，并且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是探索国际标准的最佳试验田。 

二是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

单独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使得它既不同

于国际的区域合作，也不同于国内的省际合作。

大湾区最大特点是“一国两制”，这既是优势

也是挑战，坚持一国原则有助于港澳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为港澳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

新动能。尊重两制有利于发挥港澳的独特作用，

促进两地和珠三角的改革开放。这些多样化的

问题，也使大湾区成为探索标准的最佳试验田

之一。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

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

放转变。国务院对大湾区的批复恰是这一转变

的具体行动，核心体现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标准上。而标准的广泛实行，就是中国对国

际治理体系改革与重塑的贡献。此次全国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

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金融互联互通标准

的探索和制定至关重要，需要在实践中探寻摸索，

一步步找出可行有效的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制度标准。探寻可复制、可推广标准的过程，

就是中国融入世界、拥抱世界的过程。  

足而陷入危机之中，IMF 却因无力处理该危机

而陷入尴尬境地，凸现了其单向性的弊端。于是，

全球开始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过去十年，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交织着各国

的利益博弈。美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一是它提供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

美元的国际使用也是公共产品；二是它是最大

的市场，试图通过美国市场准入等措施来维护

其利益。 

金 德 尔 伯 格 在《 萧 条 中 的 世 界：1929-

1939》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

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或者说不能指望

各国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经济体系稳定所必

需的成本，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

导作用，提供这种成本。 

如今国际治理的缺陷，尤其是美国推行“美

国优先”的利己主义行为，使经济全球化出现

了逆风，碎片化世界开始出现恐怖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等问题，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被提上议

程。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为维

护国际秩序做些贡献。我们提出“一带一路”

战略，有中国自身的利益主张，稳定的国际环

境、投资贸易自由化的经济秩序是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发展的外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

这也是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

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

案。 

大湾区是上好的试验田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2017 年第 71 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首次将这组中国词汇纳

随着“南北差距”
的缩小，旧有的
国际治理体系的
弊端逐渐显现，
治理的有效性大
打折扣。

（作者系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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